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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語言學研究於 
大型語言模型熱潮中的定位

陳宗穎＊

一、  前言

語言學研究在經過 1950-60年發生的 「認知革命」 後，主要任務之一是以科
學的方式提出理論、測試假設、並企圖解釋人類大腦的語言知識與語言處理機

制。隨著近三十年現代科技的發展，理論語言學家得以使用更多的科學工具 

（如：電腦化的行為實驗、腦波測量、統計／電腦模擬等） 探究人類語言知識的
本質，也讓語言學成為融合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一門領域。這數十年來，語

言學科學研究已經累積了對人類語言一些關鍵的理解：（一） 人類語言雖然表面
上都是以 「線性排列」 的方式呈現，這些線性排列卻有著「非線性」的結構。舉
例來說：在人類語言裡 （包含中文），反身代名詞 「（他） 自己」 指涉的對象並非
取決於名詞在同一個句子中的先後順序。（二） 人類語言知識包含 「線性的排列
組合」 與 「非線性的抽象結構關係」，而後者又以 「符號規則」（symbolic rule） 的
方式運作 （詳見本文第三節）。（三） 人類在嬰幼兒時期，基於有限的語言輸入就
已經開始發展 （二） 提到的語言知識，而這些語言知識 （特別是符號規則） 又成
為了我們能夠產生與理解人類語言無限可能性的基礎。然而，近年大型語言模

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在 「模仿」人類語言輸出的技術突破似乎成為
挑戰前述語言學研究發現的核心論點。更有學者主張 LLM代表的就是人類語言
理論，而研究 LLM的語言表現便能開拓我們對人類語言本質的了解 （如：
Piantadosi, 2024）。這些隨著 LLM發展而產生的論述可能進一步地邊緣化語言學
研究，也是近期語言學領域辯論的重心之一。如 〈義大利語言學期刊〉（It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在今年即出刊了一卷包含理論與計算語言學家觀點的特

輯。1筆者期望能在篇幅有限的情況下，強調語言學者加入這些對話的重要性，

＊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1 所有文章皆以開放取用形式刊載於：https://www.italian-journal-linguistics.com/2025-2/。

https://www.italian-journal-linguistics.com/2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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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從個人觀點說明目前主流的 LLM 「並非」 理解人類語言知識架構主要管
道的理由以及語言學領域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2

二、  現代主流 LLM的語言學基礎

目前主流 LLM的演算法會根據不同的任務導向最佳化，但底層的基礎框架
仍然是利用大型的數位資料庫進行權重訓練的人工類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這些通常具備數千億個參數的 ANN在經過深度學習函式運算
調整參數的權重後，即可根據輸入的提示以及過往的互動內容合理 「預測」 適當
的輸出，進行文字接龍。而 ANN作為 LLM的基礎訓練架構，根據上一組詞元
標記 （token） 預測下一個線性輸出的 token也確實與人類的表層語言現象有所重
疊，因為人類語言在表層也是線性排列的。在一個像是 「我喜歡你」 的簡單句子
中，我們可以依照字詞順序定義在動詞 「喜歡」 之前的名詞就是主詞、之後的名
詞就是受詞，而無需考慮在這個句子裡還有任何內部的非線性結構關係。同

時，自然語言中，長度簡短且結構簡單語句的使用頻率較高。因此，語言模型

以線性的方式處理、預測、並產生自然語言並不一定會與人類日常生活使用語

言產生顯著的表層差異。人類的語言理解與輸出也同樣包含預測的成分。舉例

來說，當我們聽到 「生日」 一詞，便會預測接下來出現 （或需要輸出） 的詞可能
會是「快樂」、「蛋糕」、「願望」（亦稱做誘發效應，或 priming effect），而不會是
「電燈」、「公車」、「椅子」等詞。心理語言學研究長久下來累積的實驗證據說明

人類語言的聲音、詞彙、乃至於語句皆在大腦記憶空間中透過一個大型的網路

連結，也支持以網路模擬部分人類語言處理歷程的基礎。在電腦算力以及記憶

容量尚無法支持建構大型語言模型的年代，功能學派的語言學家其實就已經提

出理論、假設人類語言知識的基礎來自於記憶中海量的語言輸入 （如 Bybee, 
2001），而抽象的語言知識則是從累積海量語言輸入中自然的 「湧現」（亦即是
emergence view）。假設某個語言的母音有長短的差異，而長母音的長度分布大
約是 250-350毫秒、短母音的長度則是分布在 150-250毫秒。雖然兩種母音的長
度分布範圍有所重疊，但大多數的長母音與短母音的長度可能分別在 300毫秒
與 200毫秒上下，所以在海量的語言輸入中，長短母音兩種抽象的聲音種類就
透過不同的統計分布自然地 「湧現」 了。這樣的理論架構也與 LLM的訓練有著

2 本文只聚焦在人類與 LLM的語言表現，所以 LLM本身的應用價值 （如：工作效率的提升、圖像辨識
與生成、藝術創作等） 並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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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邏輯：透過海量的資料調整 ANN之中的節點權重，而最終訓練完成的節
點權重代表的就是某種語言統計規律性自然 「湧現」 的結果。這樣的 「巧合」 也
是大型語言模型獲得一部分語言學家支持的原因之一。

三、  特化的抽象符號語言知識與大型語言模型的基礎差異

由於前述的語言理論與語言處理歷程的實驗證據與大型語言模型的基礎架

構相同，而 LLM又在資料量以及算力提升的情況下在語言任務中的表現突飛猛
進，有學者 （如：Piantadosi, 2024） 甚至提倡 LLM本身即代表了人類語言的理
論，而研究 LLM 中自然「湧現」的語言規律性就可以理解人類的語言知識與本
質 （見 Kodner等人，2023；Moro，2023的反對意見），並從根本上邊緣化語言
學研究。

然而，語言知識雖然包含了語言記憶中個別語言標記相互連結的大型網路

與量化的統計分布，卻不代表語言知識中僅僅包含了這些連結與統計資訊。其

實許多功能學派的語言學家也提倡所謂的混合式語言模型 （hybrid model），也就
是除了大量的語言記憶之外也包含抽象層級的語言知識 （如：Pierrehumbert, 
2006），而在工程技術方面則可以透過神經符號模型 （neurosymbolic model）實
踐混合語言模型。抽象知識的特性之一就是可以舉一反三，外推 （extrapolate） 

到訓練資料之外的例子上。一個數學方程式像是 x + x = 2x 即是一種抽象的代數

符號知識；無論 x的數字為何、也無論我們是否曾經看過這個數字，我們知道

兩個相同的數字加總就是該數字的倍數。可以外推的代數符號知識是人類有效

率地習得語言與進行語言溝通的關鍵。常用的語言學概論教科書都會提到人類

語言有著無窮盡的語句可能性，而即便人類語言聲音系統中的類別有限，也沒

有任何一個語言會使用到所有的聲音類別與聲音類別組合。若沒有一種可以外

推的抽象代數符號知識，我們唯一能夠進行語言溝通的方式就只能像 LLM將語
言輸入與數位資料庫中的海量資料進行比對、或是將數位資料庫中的海量資料

進行重新排列組合產生新的輸出。

過往對於抽象語言知識的討論大多聚焦在語句結構層面，但認知科學家 Iris 
Berent教授根據她的希伯來語 （Hebrew） 實驗發現提出人類的音韻心智 

（phonological mind） 也是一種抽象 「代數知識」（Berent, 2013）。希伯來語詞彙中
有禁止兩個相同子音的限制，但這個限制在有三個子音的詞彙中只針對詞彙中

最左邊的兩個子音 （如：*sisim；「*」代表 「不能出現」 或 「不合語法」），所以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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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稱做為 「*AAB」 3。在該實驗中，Berent發現希伯來語的母語者不但將
「*AAB」 的規則外推至希伯來語中不存在的詞彙，甚至將該規則外推到不存在
於希伯來語中的子音。這也是人類的語言系統與 「單純建立於海量資料和 ANN」 

的 LLM最廣為人知的差異之一；只有後者會受到訓練資料的限制。在基本架構
不變的情況下，主流 LLM在語言任務中遭遇瓶頸時，最主要的突破口就是進行
訓練資料庫的擴展 （亦稱為 scaling），但在人類語言可以產生無窮盡語句的可能
性之下，全然倚賴擴展並無法以涵蓋所有的表層語言現象的方式納入或呈現人

類的語言知識。

除此之外，人類的抽象語言知識似乎是一種經過特化過的能力，也讓人類

在學習語言上有著學習特定語言結構先天的 「偏好」。在 Culbertson 等人 （2012, 
2020） 知名的 「人工語法習得實驗」 中 （artificial grammar learning），受試者接收
某個未知人工語言的語言輸入，而這些輸入隱藏著特定的名詞片語語序規則，

像是「名詞─形容詞」、「量詞─名詞」等。在受試者未被告知有這些特定的語

言規律性的情況下，實驗發現這些受試者比較容易學習到名詞在前的語序，如

「名詞─形容詞」與「名詞─量詞」。這可能是因為名詞帶有名詞片語的核心資

訊，所以先處理核心資訊再處理次要資訊 （如：名詞的描述與數量） 比較符合人
類的語言處理歷程。人類在學習抽象語言知識有著先天偏好似乎並不令人意

外，因為這代表人當人類不用考慮聲音字詞的所有可能排列組合時，反而可以

更快、更有效率地學習到目標語言知識或是處理語言資訊。有趣的是，雖然先

天的學習本能在語言學領域常常是辯論的重心 （詳見 Berent, 2025），在生物界其
實相當常見。Gallistel等人 （1991） 主張無論是人類或其他生物都有著特化的認
知功能結構可以引導不同群體學習在自然環境中特定的生存法則。作者群引用

的其中一個實驗是讓鴿子為了獲得食物或是避免被電擊學習啄咬鑰匙的動作。

雖然鴿子很快就學習到啄咬鑰匙與獲得食物的連結，但是卻無法將同樣的動作

與避免電擊進行連結。不過若是將避免電擊做為拍打翅膀的 「獎勵」，那麼鴿子
也同樣很快就可以學習到兩者的連結。這種學習偏好來自於鳥類的生物本能；

當鳥類受到威脅時 （如：對腳部的電擊），它們會拍翅飛行或至少嘗試飛行，而
不是啄咬任何的物品。Gallistel等人也提到，在自然的生存情境中，我們很難想
像任何生物需要在被掠食者攻擊數次才能透過經驗法則從這些 「學習輸入」 獲得 

「不逃就會有生命危險」 的知識。雖然人類語言學習相較於躲避掠食者的攻擊來
說似乎很難相提並論，但若是語言溝通是一種複雜且包含生存知識的訊息傳遞

3 當讀者在這裡第一次看到 「*XXY」 時，人類的認知系統也應該讓讀者能夠輕易地外推理解 「*XXY」 
與 「*AAB」 有同樣的抽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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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那麼人類自然也能合理地為了生存演化出能夠更快讓彼此互相理解、經

過特化的先天語言認知功能。語言學的研究也發現人類的確在嬰幼兒時期就已

經開始發展環境語言的結構知識，而這樣的快速且特化的語言發展甚至是建立

在遠小於大型語言模型的訓練資料量與耗能之上 （Fong, 2025）。

四、  結語

LLM發展與人類的語言系統有交集之處，但兩者似乎存在著更多的基礎架
構的差異。因此，筆者對「將 LLM視為代表人類語言系統的理論並研究其語言
能力」是否能讓我們更了解人類語言的本質存有高度的懷疑。近年的 BabyLM

挑戰也試著以五歲幼兒的合理語言輸入量 （估計約 1,000萬詞） 訓練以 ANN為
基礎的語言模型，而這些模型除了只能完成特定語言任務之外，任務表現也並

不意外地缺乏穩定性。據此，筆者認為語言學研究「提出人類語言知識的理論

並解釋人類語言表現」 的核心任務並不會因為 LLM的發展而有任何的改變。
LLM是一個以電腦工程和商業應用為本的產物，而不是以解釋人類語言本能為
中心的理論架構。在語言學家與 LLM的核心任務有著根本分岐的情況下，前者
若是因為 LLM在技術與商業層面的成功而對 LLM在語言學研究中扮演的角色
有錯誤認知，才可能真正導致語言研究邊緣化。相反地，基於過往對人類語言

知識的研究累積，語言學家或許也能夠改變目前主流 LLM以無止盡地堆疊算力
與擴展訓練集試圖優化模型表現的生態。要達到這個目標，語言學家會比以往

更需要跨領域的知識、經驗以及參與。而對筆者來說，若語言學家若能同時具

備 「扎實的理論語言學背景與實證能力」、「將理論語言學研究成果轉換為實際應
用的工程技術知識」 和 「在跨領域社群分享的熱情」，將會在未來的人工智慧熱
潮中有更實質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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